
二零零六年法律年度開幕禮致辭稿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長、律師會會長、法官閣下、各位嘉賓、法律界同業、女士們、先生們:)
我去年的演辭提及需要改善現行可悲的法援法例，其監管大律師及律師處理由公費支付的法律援助刑事辯護工作的報酬。我提出了一個我認為具說服力的案例以支持改革，並引述了大律師或律師實際所需的工作，法例不單沒有就這些認真的工作給予足夠的報酬，而是完全沒有給予報酬。我憂慮的是如不作任何改變，便很難吸引具備所需才能的大律師承擔這些刻苦但卻必要的工作。當時，我希望有人會留意到我的演辭；我一直等候。

終於，聖誕老人來了。臨近聖誕節之時，我很高興行政署長宣佈她亦認同必須改革此制度。雖然宣佈比我所預期遲來了，而且只在法律援助服務局善意催迫後才作出，但俗語有說：「遲來比沒有來的好」。

現在，行政署長將檢討這個由公帑支付的辯護律師及代表香港政府之檢控律師制度，我預計很快便會成立一個 “工作小組”。在我的腦海中，“工作小組”一詞無可避免地連繫至強壯但不太情願的義工背着鋤頭與鏟子長途跋涉進行粗重工作。我可以向行政署長保證，如果改革法律援助刑事工作須要移石翻土，大律師公會仍會委派會員參與工作，這是對現行制度的不滿；我們有些會員是可以承擔這些工作的。當然，我希望當中不需牽涉太多體力勞動工作，縱然這些工作絕不比上述工作輕易。

在未來一年，我預期司法界所面對的挑戰是抓緊司法機構之督導委員會的工作，落實民事司法制度改革之最後報告的建議。這讓我連想至另一議題，讓我勇敢地向聖誕老人再許下一個願望，希望於明年的聖誕節時可實現；這願望是在某些年紀老邁並已為我們長期服務的條例中，注入現代語言及清晰句法，使其朝氣重現，讓律師及行外人士更容易理解這些法例，特別是與刑事法律程序相關的法例。

我並非主修語文，一直以來也訝異於維多利亞的法例草擬者能夠寫出沒有標點符號作停頓喘息的法案條文，這些法律草擬就如同自由潛水一般。於超過一個世紀前所寫的條文反映了議會的立法者之原意是要求讀者專注，但這種專注力對活於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來說是太難的了。現在，我們專注的時間很短，沒有精力處理一句包含了多個附屬子句的句子，在1920年以前，議會律師似乎都吝惜地配給使用標點符號 – 句號和分號，我們留有鬍鬚的前人一般傾向使用冗長的句子，他們肯定為此消耗不少閑暇時間。

《香港法例》第227章《裁判官條例》是法律蒙昧主義的典型例子，此條例建基於一八八四年由當時的首席檢查官傑維斯爵士提出的國會法令，此法令是關於裁判官的，並開創了有關方面的先河，其後於一八七八年被大大修改。該法令在英國及威爾斯地區長期服務後，於一九五二年榮休，並由另一現代法令取代之，該法令其後再被《1980年裁判官法令》取代。

當一名普通市民與政府權力機構之間出現糾紛時，此條例便是該普通市民最有可能接觸到的。假設他因超速駕駛而被傳召到裁判官前接受審訊，並希望作出自辯；他在準備辯護策略時，閱讀法令內有關審訊程序的條文，並於第十九條找到與審訊相關的事宜，以下是處理審訊程序的四段條文中的第一段：

凡被告人於聆訊時在場，須向他讀出申訴或告發(或依據該申訴或告發而根據第8條發出的傳票)的實質內容，有需要時並加以解釋，以及問他承認或否認申訴或告發的內容屬實。如被告人承認申訴或告發的內容屬實，其承認須盡可能原字照錄，而裁判官則須據此而將他定罪或針對他作出相應的命令；但如被告人不承認申訴或告發的內容屬實，裁判官須聆聽申訴人或告發人以及被傳召為支持申訴或告發作證的證人經宣誓而作的證供，並聆聽被告人所作證供以及為抗辯而提出的證據；如被告人或其代表律師已訊問證人或已就被告人一般秉性以外的事項提出證據，裁判官亦須聆聽及訊問申訴人或告發人在反駁時訊問的其他證人。
在英文原文中，此段共有一百九十五個單字，卻只有一個句號、兩個分號及八個逗號，這絕對是維多利亞式語法工程的成功，莫說讀起來，看起來也像是一列強大的蒸氣火車，但現在已過時了，對行外人來說是近乎不可理解的。

上述條文的法律侄兒是《星加坡法例》第68章刑事程序規章第180條，兩者均從同一與刑事程序有關的維多利亞法則衍生出來，而這條文是語言經濟學的典範，載有清楚的句式，將審訊過程歸納於十六個清晰的分條，大部份分條均少於四十字，每條約長三至四行。

我並非是唯一一個批評重要法例內文字含糊的人。作為聖誕狂歡後的調解劑，在兩星期前我為自己定下了任務，閱讀了法律改革委員會所公佈的刑事法律程序中的傳聞證據之諮詢文件。諮詢文件作者在提出其對《香港法例》第八章《證據條例》中傳聞證據規則之例外情況時，提及此範疇的法律 “對法官或訟辯人員來說都是難以理解的” ，而且大部份條款都是以 “含糊而不清晰的字眼寫成”(諮詢文件英文版第4.35段)；此觀察是基於諮詢文件另一部份所列出的合理且明顯的原則，該原則為 “關於證據的規則，應是清晰、簡明、可予取覽，並且要易於明白”。 (諮詢文件英文版第4.7段；中文版諮詢文件摘要第48段)。

喜歡鑑賞冗長法律之人士可以看看《證據條例》第31條，此條例是關於在法庭內證明外地判決書及相關事宜，大家可以想像這是何等簡單的事情。 但英文版條文是一句擁有三百五十一個字及無數逗號的單句，當中只有一個冒號和一個分號作連接，對短暫記憶來說是真正的挑戰。上述及其他於委員會諮詢文件中所提及的條文均建基於英國國會法令《1851年證據法令》的某條文。相信大家今天晚上也需回家，故我不會在此讀出該條文。

閱讀這些英文原文並理解它們實是非常痛苦，我更同情只能閱讀《香港法例》中文版的人士，因為有人告訴我中文譯本亦非清晰。我更同情約十多年前為要達至雙語立法而負責翻譯法例的草擬員，他們當時的工作必定類似為港龍航空興建齊柏林飛船大樓，或是複製福特T型號汽車在北大嶼山高速公路上當作計程車行走。

相對於檢討在法庭內外有關《基本法》憲法議題的爭拗，上述問題可能十分沉悶。當然，這些工作必定沒那麼刺激與吸引。當議題出現時，外界傾聽及明白大律師公會的意見，就如去年上半年一樣，那時我們苦惱於法律數學問題，如我的小學老師教授加法時所說的 “二變五是不可能的(two into five won’t go)”，當時在我們還沒有自己嘗試計算之前，已有人告知我們需要另一套詮釋了。

然而，這裡有一個重要的憲法觀點，最適合於今天這個聚集了眾多真正有意提高法律效率的法官與律師的場合提出。根據《基本法》，法例仍是所有人都能接觸明白的，縱然在特別情況下仍須律師協助以完全理解法例。當律師也未能理解法例時，問題便發生。雖然檢討這些歷史悠久之條文並非迫切，但這亦非延遲檢討的藉口。正如唐馬奎斯(Don Marquis)所說：“耽誤是追趕昨天的藝術。” 香港一向以展望將來及為明天做好準備而自豪，在法律方面亦不例外。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

戴啟思資深大律師
二零零六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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